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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婺学、湖湘学的交流与共识 

朱汉民 徐艳兰
1
 

【摘 要】：婺学与湖湘学均是宋代具有鲜明特征的地域性学派，两派各有自己不同的地域学术背景和学术思想。

但是考察这两大地域性学派，会发现它们一直有着密切交往和相互影响，故而两派具有相通的学术旨趣，并且在学

术交流中形成了许多学术共识。婺学与湖湘学不仅在“重建内圣外王之道”的学术旨趣上有相通性，同时在道兼体

用、经史通贯、经世致用等方面有许多学术共识。探讨婺学与湖湘学两派在学术上的渊源、相通与共识，可以深化

对宋学地域性衍化过程的理解，丰富对宋代儒学多元化发展的认识。 

【关键词】：婺学 湖湘学 学术共识 道兼体用 经史通贯 

婺学与湖湘学皆为南宋儒学史上形成的地域性学派。南宋时期浙东地区学术繁荣，产生出包括婺学、永康学、永嘉学三个

学派的浙东地域学术，而婺学是指吕祖谦所开创的地域学派。吕祖谦既与朱熹、张栻、陆九渊学术交往密切，又与浙东学人陈

亮、叶适有地域与学术上的接近，故而被视为“杂驳”。 

而湖湘学派是南宋时期形成于湖南衡山、长沙一带的地域性学派，其代表人物主要有胡安国、胡宏、张栻等人，他们均表

现出以理学经世的学术旨趣。婺学与湖湘学派之间有着重要的学术联系，从时间上讲，湖湘学派比婺学的形成要早几十年，所

以婺学和湖湘学既有学脉上的师承关系，又是学术上的同道关系，故在学术思想上形成了许多重要的学术共识。 

婺学与湖湘学这两大地域性学派既有思想差异，又有学术共识。因篇幅限制，本文主要讨论婺学与湖湘学相同的渊源与思

想共识的问题，至于两派的学术差异，当另外撰文。笔者认为，探讨婺学与湖湘学两派的学术渊源与思想共识，既可以深化宋

学地域性学术的复杂衍化过程，又可以丰富对宋代儒学多元化发展的认识。 

一、两派授受之同源 

婺学的开创者吕祖谦与湖湘学的渊源颇深，他除了受“中原文献之传”的影响之外，受湖湘学的影响最大。一定程度上可

以说，湖湘学是吕祖谦婺学的重要源头之一。此可从吕祖谦得湖湘学的传承路径上窥见。具体而言，吕祖谦主要通过曾几、吕

本中、张九成、胡宪、汪应辰、张栻六条途径得湖湘学之传。 

周敦颐之学被称之为“濂溪学”而非“湖湘学”，但“濂溪”是周敦颐故里湖南道州的一条河流名称，故而湖湘学宗师胡

宏、张栻特别推崇“濂溪学”，南宋以后周敦颐成为“道学宗主”。一些广义的“湖湘学”的概念，往往也会将濂溪学包括在

其中。周敦颐的濂溪学与吕祖谦的婺学有一些关系，周敦颐与吕祖谦的六世祖吕公著交好。 

熙宁初，吕公著在当侍从时闻周敦颐之名，力荐之为官，其婉拒道：“在薄宦有四方之游，于高贤无一日之雅。”1但吕祖

谦得周敦颐之学主要是通过其外祖父曾几。周敦颐与曾几的外公孔延之为讲友，孔文仲、孔武仲为孔延之子，二人都曾师事周

敦颐，而曾几又师事舅父孔文仲、孔武仲，因此吕祖谦得周濂溪之传的传承路径即为：周敦颐→孔文仲、孔武仲→曾几→吕大

器→吕祖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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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安国作为湖湘学派的开创者，虽不是二程的弟子，但他曾师事靳裁之，靳裁之为大程弟子，因此胡安国是大程的再传弟

子。胡安国与吕氏家族关系甚好。安国本来认为佛学甚非，但却极推重荥阳公。“或问康侯：‘吕公何故学佛’？康侯曰：‘吕

公儒释兼通’”
(2)
。安国弟子众多，曾几、薛微言、胡铨、胡宪、胡宏、胡寅、汪应辰、方畴、刘芮皆师事之。同时，张九成亦

向胡安国请益过。 

据《武林梵志》载，张九成曾拜谒胡文定公：“咨尽心行己之道，胡告以将《语》《孟》谈仁义处，类作一处看，则要在其

中。公禀受其语，造次不忘。”(3)吕祖谦“从无垢学最久，见知爱最深”(4)，从张九成处得胡安国之传亦在情理之中。吕祖谦亦

师从胡宪、汪应辰，且自幼在外祖父曾几身边长大，因此其得胡安国之学主要通过张九成、曾几、胡宪、汪应辰，其传授脉络

为：胡安国→曾几、胡宪、汪应辰、张九成→吕祖谦。 

胡宏继承其父安国之志，将湖湘学派进一步发扬光大。吕祖谦得胡宏之传，主要是通过汪应辰、曾几。胡宏与汪应辰、曾

几关系很好，当汪应辰受到朝廷重用为都司时，胡宏喜而不寐，并写信与其商讨中兴之计。他认为“若能密赞于万化之原，使

国有储而君有副，辅之以端人正士，庶几有变通于将来。”(5) 

此外，秦桧死后，汪应辰还举荐胡宏为官，适时，胡宏因疾病卒于家中，未能走马上任有一番作为。胡宏与曾几则是讲友，

多讨论心性义理。《胡宏集》中有三封写给曾几的信，讨论的皆是心性义理。如：“窃谓未发只可言性，已发乃可言心。故伊川

曰：‘中者，所以状性之体’，而不言状心之体段也”(6)。 

在这封信中，胡宏提出了其性体心用说。但最能代表胡宏心性义理的著作是《知言》。朱熹与弟子亦肯定：“湖湘学者崇尚

胡子《知言》。”(7)东南三贤围绕《知言》展开了大讨论，形成了《知言疑义》。张栻作为胡宏之高第，在朱熹的影响下，对其师

之说多所存疑，而吕祖谦则认为“《知言》胜似《正蒙》”
(8)
。其在与朱熹的信中言：“十年前初得五峰《知言》，见其间渗漏

张皇处多，遂不细看。后来翻阅，所知终是短底。向来见其短而忽其长，正是识其小者”(9)。可见吕祖谦对胡宏之学亦有所继承

和坚守。 

张栻作为胡宏之高弟，乃湖湘学派的集大成者，他以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为讲学中心，使得湖湘学派成为当世之显学“湖

南一派，在当时为最盛”(10)。张栻虽比吕祖谦年长四岁，但吕祖谦始终以后学的身份来看待其和张栻的关系，吕祖谦曾在给张

栻的信中说：“两年承教，可谓浃洽。”(11) 

在吕祖谦的心目中，张栻“系斯文之兴废”(12)，可谓当时学术领袖。他们二人“声同气合、莫逆无间”(13)。张吕二人亦彼

此相互规谏，张栻指出吕祖谦的缺点时云：“大抵觉得老兄平日似于果断有所未足，时有牵滞，流于姑息之弊。”
(14)

吕祖谦对

张栻亦有规劝:“吾丈者，世道所系，居之实难，谓宜深体志未平之戒，朝夕省察，……工夫自无不进之理”(15)。 

张、吕二人在学问方面亦有切磋。吕祖谦曾向张栻请教存养察识工夫，张栻回答说：“存养察识之功固当并进，然存养是

本，觉向来工夫不进，盖为存养处不深厚”(16)。张栻亦向吕祖谦请教如何读史，吕祖谦回复说：“观史先自《书》始，然后次

及《左传》《通鉴》，欲其体统源流相承也”(17)。张、吕二人还于《知言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易传》《阃范》《仁说》等著作皆有所

交流，在商榷中互相指正，在切磋中互相提高。 

此外，婺学学者陈傅良、舒璘亦与湖湘学者张栻存在学术上的互动。《宋元学案》载“陈止斋入太学，所得于东莱、南轩为

多”(18)，《宋史》认为陈傅良于吕祖谦处得“本朝文献相承条序”，而于张栻处得“主敬集义之功”(19)。作为甬上四先生之一的

舒璘，游太学时亦从学于张栻：“时张宣公官中都，元质请益焉，有所开警。”(20) 

因湖湘学的宗师张栻早逝，张栻弟子中无人能够举起湖湘学的大旗，出现湖湘后学纷纷从学其他宗师的局面。此后，婺学

以及其他浙东学者开始影响湖湘学者。所以，除了婺学学者对湖湘学者的学术传承外，湖湘后学亦有对婺学的传承。如岳麓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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儒沈有开曾先后从学于吕祖谦、薛季宣、陈傅良；宋甡从学于吕祖谦，胡大时从学于陈傅良。特别是胡宏之子、张栻之婿、湖

湘学派传人胡大时从学于陈傅良，引起了朱熹的强烈不满，其云：“君举（陈傅良）到湘中一收，收尽南轩门人，胡季随亦从

之问学。某向见季随，固知其不能自立，其胸中自空空无主人，所以才闻他人之说，便动。”
(21) 

朱熹认为胡季随之所以从学于陈傅良，在于其心中无所主。但我们认为正因为湖湘学与婺学在义理架构与经世致用上的一

致性，才使得胡季随从学于陈傅良。也即是说，内圣与外王并重，是湖湘学与婺学合流的重要原因。因此黄宗羲所云：“五峰

之门，得南轩而有耀。从游南轩者甚众，乃无一人得其传。”(22)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，事实上湖湘学的传承在张栻去世后并没

有中断，而是参与到其他不同学派之中，其中有一部分与婺学合流。 

二、两派旨趣之相通 

由吕祖谦与湖湘学的渊源可知，婺学与湖湘学虽然属于两个不同的地域性学派，但婺学对湖湘学继承以及后来湖湘学者从

学吕祖谦，表明婺学与湖湘学的学术旨趣存在明显的相通性。而两派旨趣之相通，特别体现在希望共同重建儒家内圣外王之道。 

《中庸》曰：“诚者非成己而已也，所以成物也。成己，仁也；成物，知也。性之德也，合内外之道也，故时措之宜也。”
(23)

成己是内，成物是外，儒家之道是合内外之道，内圣外王相统一是儒家的显著特征，北宋五子之学皆为内圣外王之学。如周敦

颐云：“志伊尹之志，学颜子之学”；大程评价邵雍之学问时云：“尧夫，内圣外王之学也”(24)；二程之学亦内圣外王之学。

吕公著认为程颐“洞明经术，通古今治乱之要，有经世济物之才”(25)。张载认为道学与政术本为一事，其云：“朝廷以道学、

政术为二事，此正自古之可忧者。”(26) 

无怪乎张栻在论及周敦颐、二程推动理学的根本目标和意义时云：“秦汉以来，言治者汨于五伯功利之习，求道者沦于异

端空虚之说，而于先王发政施仁之实，圣人天理人伦之教，莫克推行而讲明之。故言治者若无预于学，而求道者反不涉于事。……

惟先生崛起于千载之后……于是五伯功利之习无以乱其真，异端空虚之说无以申其诬，求道者有其序，而言治者有所本。”(27)

道者有其序，治者有其本，内圣与外王二者兼备乃北宋五子学术之旨归。 

可此种内圣外王并重之学，却由于王安石荆公新学外王之学的片面发展，特别是熙宁新政失败引发的历史后果，在南宋却

不可避免地转向了内在，使得儒学主流越来越朝内圣之学发展。正如刘子健所云：“宋代新儒家在本质内省的学说当中浸润的

时间越长，对形而上学和宇宙论课题的思量越深刻，就越发难以转向平淡而客观的社会现实。”(28) 

然而，在南宋的湖湘学与婺学的学术旨趣中，仍然保留着对儒学内圣外王之学的坚守。胡宏学问之旨趣，乃在于重建内圣

外王之道的圣学。胡宏本人亦以道自任：“道学衰微，风教大颓，吾徒当以死自担”(29)，认为“圣人之道，得其体，必得其用。

有体而无用，与异端何辩？”(30)其上给高宗的奏折中亦指出“夫道有污隆，势有强弱，因时处事，体用不遗，本末并行，然后

为得也。”(31) 

陈亮为胡宏遗文做序时亦肯定了其内圣外王之道：“五峰实传文定之学……力扶正道，惓惓斯世，如有隐忧，发愤至于忘

食，而出处之义终不苟，可为自尽于仁者矣。”(32)到了孝宗时，学界盛行理学，主张存天理，灭人欲，只知空谈性命义理，无

视现实社会政治，更不知富国强兵之术。连孝宗都曾忧虑南宋士大夫“好为高论而不务实，耻言理财，耻言务农”(33)。 

张栻亦认识到仅仅注重心性不注重外王会造成：“舍实理而驾虚说，忽下学而骤言上达，扫去形而下者而自以为在形器之

表”(34)的弊端。他说“自圣学不明，语道者不睹夫大全，卑则割裂而无统，高则汗漫而不精，是以性命之说不参乎事物之际，

而经世之务仅出乎私意小智之为，岂不可叹哉！”(35)在张栻看来，道之大全在于体用兼备，道德与事功并举“德者本也，事功

者末也，而本末一致也”(36)。由此可见，重建内圣外王之道是湖湘学派的学术旨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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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湘学派性理与经世并重的内圣外王之学深深地吸引了吕祖谦，正因为湖湘学与婺学在“重建内圣外王之道”的学术旨趣

上的一致性，才使得湖湘学与婺学在南宋时期有密切的交流和相互沟通。吕祖谦亦深刻地认识到理学的空疏学风无助于解决迫

在眉睫的社会政治问题，内圣与外王割裂，儒学转向了内在。因此重建内圣外王之道既是婺学的问题意识亦是学术旨趣。 

吕祖谦认为儒家自三代圣人以来，就是体用兼全、本末并举之学。其云：“盖禹之家学，文武两备，体用兼全、本末具举，

不分精粗。”(37)倘若仅有内圣，没有外王，儒家就如同佛老，有体而无用；仅有外王，又没有内圣，那外王也是假外王，有用

而无体，他认为天道之“所以然”与人道之“所当然”是体用无间的关系：“经者，经纶之谓也。燮理者，和调之谓也。明则

邦国，幽则阴阳，幽明之所以然，乃所谓道也。”(38)简而言之，吕祖谦将内圣外王看做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，从体用分立不分

离的角度来看待内圣外王的，这一点与湖湘学派是一致的。 

但婺学与湖湘学“重建内圣外王之道”的学理依据是什么？我们认为婺学与湖湘学是以《易》为体，以《春秋》为用。《易》

和《春秋》是婺学和湖湘学派的重要经典依据。绍兴七年，胡安国闻陈公辅请禁程颐之学，乃上疏曰：“夫颐于易，因理以明

象，而知体用之一原；于《春秋》，见于行事，而知圣人之大用”(39)。在胡安国看来，《易》是道之体，《春秋》是道之用，《易》

与《春秋》共同构成了圣人内圣外王之道。胡宏亦云：“知《易》，知《春秋》，然后知经纶之业。一目全牛，万隙开也。”(40) 

胡安国和张九成都曾任经筵侍讲，均进讲《春秋》，吕祖谦深受张九成影响，对《春秋》学亦专研有加。吕祖谦认为“学者

当深观《春秋》，以察天理人欲之辨”(41)“《春秋》便是行事”(42)。他专门诠释《春秋》的著作只有《春秋讲义》，但《左氏博

议》《左氏续传》《左氏传说》三部著作中所阐发的义理往往与《春秋》相关。 

吕祖谦于《易》更是十分推崇，他不仅复原了《古周易》而且还对《程氏易传》进行了整理与刊刻。他认为“《易》之消

息盈虚、《春秋》之褒贬是非，未尝不是中。学者能看得《易》与《春秋》，自然识得中”
(43)

。简言之，婺学与湖湘学乃内圣外

王之学，内圣之学源于《易》，推显以至隐；外王之学源于《春秋》，推隐以至于显。一为理论，一为实证，微显阐幽，表里洞

彻，显微一体。 

三、两派学术之共识 

由于婺学、湖湘学两派有学脉传承与密切交往，有相通的学术旨趣，故而能够形成许多重要的学术共识。这里主要讨论三

个重要方面：道兼体用的义理架构、经史通贯的学术观、以治道为核心的经世思想。 

首先在义理架构上，吕祖谦与湖湘学派在道兼体用的义理思想方面达成共识。吕祖谦在义理架构上是以周敦颐《太极图说》

中“无极而太极”所奠定“道”作为一个整全结构为出发点，以相倚相成作为整全之道的展开方式，且认为构成道之整体的各

部分要素分立而不分离。周敦颐的《太极图说》在宋明理学中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，其所呈现的就是一个一而二、二而五、五

而一的宇宙结构图像，在这个图像中，阴阳是互根之象。正如其在《通书》中所云：“二气五行，化生万物，五殊二实，二本

则一。”(44) 

胡宏肯定周敦颐之“道”是一个整全结构，故云：“一阴一阳之谓道，有一则有三，自三而无穷矣。老氏谓‘一生二、二

生三’，非知太极之蕴者也。”(45)“有一则有三”这种函三为一的义理架构即是一种整全之道。他还说：“道者，体用之总名。

仁其体，义其用。合体与用，斯为道矣。”
(46)
可见道兼体用是湖湘学派的一大义理特色，许多学者均肯定，周敦颐“不将‘道’

仅仅理解为‘体’，而是认为它是兼含‘体’与‘用’的整体结构。”(47) 

吕祖谦义理之学继承了湖湘学派这一义理诠释路径，将周敦颐的无极二五理解为一个整全之道，这一点可以从吕祖谦和张

栻对朱熹所著《太极图说解》的质疑中得到印证。朱熹以形而上、形而下分别太极阴阳、道器，以仁、义、中、正分动静，这

些思想受到张吕二人的质疑。吕祖谦认为太极阴阳相合、动静互涵，因而认为朱熹以动静、阴阳分“继善成性”有分截之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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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道、器分指太极与阴阳有“形容太过”之病。 

而张栻认为朱熹以仁、义、中、正分动静不符合周子原意，其质疑道：“但某意却疑仁、义、中、正分动静之说，盖是四

者皆有动静之可言，而静者常为之主，必欲于其中指二者为静，终有弊病。兼恐非周子之意。周子此图固是毫分缕析，首尾洞

贯，但此句似不必如此分。”(48)并且张栻在与吕祖谦的信中云：“濂溪自得处浑全，诚为二先生发源所自。然元晦持其说，句

句而论，字字而解，故未免反流于牵强，而亦非濂溪本意也。”(49)尤其是对“无极二五”的理解上，朱熹将其理解为理一分殊

的关系，而吕祖谦则认为“无极二五”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结构关系。 

简言之，张、吕二人与朱熹在《太极图说解》存在分歧的根本点就在于他们对道的理解不同，也即对太极的理解不同。张、

吕二人所理解的道是“无极而太极”的合体用之道，而朱熹所理解的道是形而上之天理。在吕祖谦看来，无极与太极是道的一

体两面，无极指道本身就是自己的根据，是道之体，而太极使得道於穆不已，是道之用，道之体与道之用不能截然分开，它是

一种体用不离、动静互涵的整体结构。 

道兼体用的整全之道该如何展开？湖湘学和婺学皆认为相倚相成是整全之道的展开方式。胡宏言“物不独立必有对，对不

分治必交焉，而文生焉”
(50)

。无极与太极是一个对子，阴与阳亦是一个对子，天地间的一切事物都无不在这样一种相倚相成的

结构当中。如果仅仅像朱熹和陆九渊那样，将太极理解为理或心，那太极便无对，无对则无法相倚相成。只有太极有对，且由

太极和无极组成道之全体，才能生生不息。由此吕祖谦提出“天下之理未尝无对”的说法，在他看来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矛

盾地存在着“有乾即有坤，未尝无对”(51)，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，我们既要看到事物的差异性，也要看到其统一性，

在对立中把握统一，“一而二、二而一”。互为对立面的阴阳是矛盾的两个方面，它们既对立又统一。因为对立，所以相斗相

争，而相斗相争恰好又相倚相成。其云：“大抵天下之理，相反处乃是相治：水火相反也，而救火者必以水；冰炭相反也，而

御冰者必以炭；险与平相反，而治险必以平。”
(52)

我们既要承认事物之间的差异性，又要从整体的角度把握其统一性，因而各

形成要素会形成一种“分立而不分离”的态势。明乎此，我们才能彻底理解为什么在吕祖谦的义理世界中，体与用、道与器、

理与气、心与性、心与物、心与事、理与欲、义与利等范畴之间总是呈现出一种分立而不分离的结构关系。 

其次，在经史关系上，吕祖谦与湖湘学派在通贯经史、经史经世方面达成共识。湖湘学派自胡安国开始就没有忽视史的重

要性。当王安石将《春秋》看作“断烂朝报”时，胡安国谓：“六经惟此书出于先圣之手，乃使人主不得闻讲说，学者不得相

传习，乱伦灭理，中原之祸殆由此乎。”(53)他认为“孔子编《春秋》，其志存乎经世，其功配于抑洪水、膺戎狄、放龙蛇、驱虎

豹；其大要，则皆天子之事也”(54)。于是潜心刻意，裒古今诸儒所著述，准以《语》《孟》，权以《五经》、证以古今之史，穷研

玩味，历三十年完成《春秋胡氏传》。正如胡安国在《春秋传序》中言“空言独能载其理，行事然后见其用”(55)，言经而不言史，

则无证而失于实；言史而不言经，则于理有碍而难通。经史相参，明经以读史，读史以证经，贯通经史、经史经世便是湖湘学

派在经史观上的思想传统。《春秋胡氏传》对婺学的影响甚大，吕祖谦高度肯定了《春秋胡氏传》，并认为其纲领是“天下为公”(56)

的经世情怀；陈傅良在《跋胡文定公贴》称“浙间人家家有《春秋传》”(57)；陈亮对胡安国的《春秋传》也较为推崇，他将《胡

氏春秋传》刊成小本发行，对《春秋传》的传播不无裨益。 

胡宏继承了乃父的经史观，将经比作脉络、史比做肢体：“诸家载记，所谓史也。史之有经，犹身之支体有脉络也。《易》

《诗》《书》《春秋》，所谓经也。经之有史，犹身之脉络有支体也。”(58)脉络不能离却肢体，肢体也不能离却脉络，但当经史所

述出现冲突时，其更倾向于取经之义，舍史之事：“经所传者，义也；史所载者，事也。事有可疑，则弃事而取义可也，义有

可疑，则假事以诬义可也。若取事而忘义，则虽无经史可也。”
(59)

可见，胡宏强调作为价值判断的“理”，优先于事实层面的

“事”。张九成亦认为“经是法，史是断，我是守法断事者”(60)。吕祖谦继承了胡宏和张九成的观点，认为应该“以理应事”，

而不是“以事废理”。他说：“理有常然，而事有适然。因适然之事，而疑常然之理，智者不由也。历数天下之事，出于常然

者十之九，出于适然者百之一。以一废百，奚可哉？”(61)。偶然之事并不能否定必然之理，颜回道德品质极佳，倘若因为颜回

早夭而认为天亦祸善；盗跖虽坏，倘若因为盗跖长寿，而认为天亦利淫，那么儒家所言的事理就会被打破。但毕竟“空谈不可

以说经”，倘若没有事作为经之形迹，经将流于空洞。胡宏在《碧泉书院上梁文》中发出“期圣奥以翻经，立壮图而观史”
(6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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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宏愿。在胡宏的眼中，读史的最终目的是“由源逢委，自叶穷根，明治乱之所由”(63)。张栻亦认为：“观史工夫要当考察治

乱兴坏之所以然，察其人之是非邪正”(64)。他们都认为史学的目标在于考论古今治乱兴衰规律，为当世治道服务。用钱穆先生

的话来说，就是从“人物贤奸”衡论“世运兴衰”，因此探求义理之微妙应该与考论古今治乱兴衰相结合。吕祖谦亦认可这一

点，他认为“读史先看统体。合一代纲纪风俗、消长治乱观之，如秦之暴虐、汉之宽大，皆其统体也。”(65)且觉得《左传》“反

映了一代之所以升降，一国之所以盛衰，一君之所以治乱，一人之所以变迁”(66)。可见吕祖谦继承了湖湘学派经史一体，经为

法、史为事，无经则不足以断事，无史则无以证经的经史经世的思想。 

最后，吕祖谦与湖湘学在济民利物、成己成物的治道思想达成共识。宋代士大夫不仅是学术思想重建的文化主体，还是与

帝王共治天下的政治主体，因而其思想文化最后是要落实在经世济民的治道上。湖湘学派自周敦颐开始，就是成己成物、经世

致用之学。周敦颐在《通书》中云：“志伊尹之志，学颜子之学”，主张做圣之功与成圣之志并举。胡宏和张栻皆肯定了周敦

颐的说法，胡宏在《周子通书序》云：“人有真能立伊尹之志，修颜回之学然后知《通书》之言包括至大，而圣门之事业无穷

矣。”(67)张栻亦于《道州重建周濂溪先生祠堂记》中云：“其教人，使之志伊尹之志，学颜子之学；推之于治，先王之礼乐刑

政，可举而行，如指诸掌。”(68)胡安国亦提出“济民利物”的思想，其云：“凡出身事主，本吾至诚懇恻，忧国爱君，济民利

物之心，立乎人之本朝，不可有分毫私欲。”(69)胡宏亦提出“辅君济民”之说：“大丈夫得路，固将辅是君，而济斯民也”（70)，

且认为成己成物乃儒者之事“儒者理于事而心有止，故内不失成己，外不失成物，可以赞化育而与天地参也”
（71)

。在胡宏看来，

学习的最终目就是为“济人利物”的治道服务：“学者，所以学为治也。讲之熟，则义理明；义理明，则心志定，心志定，则

当其职，而行其事无不中节，可以济人利物矣。”（72)张栻在《岳麓书院记》中将湖湘学派教育的宗旨说得更为明白：“盖欲成

就人才，以传道而济斯民也”（73)。简而言之，湖湘学派追求“道者有其序，治者有所本”的治平之道。 

吕祖谦继承了湖湘学派成己成物的经世济民的思想。其云：“天下事只有两件，君子振民育德。先育德后振民，先修己后

治人”
（74)

，又云：“儒者本经术，兼通世务”
（75)

，“大抵事只有成己、成物两件”
（76)

，因而其教育学生“以讲求经旨，明理躬

行为本”（77)。尤其是在有关治道体统的政治思想方面，吕祖谦较多地继承了胡宏的观点。如在君臣关系上，胡宏坚持孟子“君

之视臣如犬马，则臣视君如寇仇”的观点，认为君臣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关系，倘若君主不贤明，臣子可以将其废除，别立新君，

他说：“故伊尹放太甲，使太甲终不类，则别立君必矣。后世霍光废昌邑，立孝宣，天下归之，人至于今称焉。”（78)吕祖谦在

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指出“君臣之间，君当求臣，臣不可先求君”（79)。在君民关系上，胡宏把民比作人之作腹心；把兵比作手足，

认为手足坏，心尚能保之；而腹心苟病，则四肢不为所用，因而认为统治者当以养人民为本，其云：“国之有民，犹人之有腹

心也；国之有兵，犹身之有手足也。手足虽病，心能保之；心腹苟病矣，四肢何有焉。是故欲富国者，务使百姓辟其地，欲强

兵者，务使有司富其民。国无治乱，时无丰凶，政无经权，莫不以辟土地，养人民为本。”（80)吕祖谦亦尊重每一个小民，把小

民之身看作国家之身的一部分，天命的一部分，其云：“召公言，我欲王以小民而受天之永命。永命在天，君之所以受之者乃

在于小民。”
（81)

吕祖谦还提醒统治者不要忽视民之力量，其云“秦弱百姓而备匈奴，岂非惧匈奴之势强，而谓‘百姓何能为’

乎？然亡秦者非匈奴也，乃‘何能为’之百姓也”（82)。 

注释： 

1(2)吕本中:《吕本中全集》第 3册,韩酉山辑校,中华书局 2019 年版,第 968、1099页 

2 吴之鲸:《武林梵志》,杭州出版社 2006 年版,第 188 页。 

3(57)陈傅良:《陈傅良先生文集》,周梦江点校,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,第 535、529 页 

4(6)(30)(31)(40)(45)(50)(58)(59)(62)(63)(67)(70)(71)(72)(78)(80)胡宏:《胡宏集》,吴仁华点校,中华书局 2012 年

版,第 125、115、131、99、40、7、10、25、165、240、202、202、161、125、33、128、16、14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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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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